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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认知城市多中心演化规律和规划实践对理解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逻辑有重要意义。论文从城市

多中心概念与测度、驱动机理、绩效研究，以及中国城市多中心的规划实践等方面梳理了相关进展。研究表明，多

中心性的概念涵盖形态、功能和治理3个维度，通常基于中心与次中心的识别从不同维度进行测度；城市多中心是

社会经济发展与体制交织、市场力量权衡选择和政府规划干预互馈的空间结果，触发和推动的主导因素既具有趋

同性，也存在异质性；多中心发展策略在优化空间组织的同时可能带来一定负外部性，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应纳入研

究范畴；多中心发展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空间治理、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举措，但规划实施成效有待检验。

未来，城市多中心研究应重视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创新，利用多源数据探究不同维度不同尺度的多中心性，重视城市

多中心的动态演化模式与动力机制研究，加强对城市多中心多重绩效的系统分析，以及关注多中心规划实践涉及

的多层次治理以及治理变革中的整合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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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使得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

生了重大转变，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着社会

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多中心格局已成为世界范围

内城市景观的突出表征。在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

多中心发展模式也逐渐成为支撑城市空间新格局、

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城市多中心的

理论研究可追溯至 20世纪以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

学家为代表发展的一系列城市经典模型[1]。这些城

市模型大多呈现以商业中心为核心向外扩张，强调

城市中心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城市现

象的解释趋于模式化和理论化[2]。在新马克思主义

理论背景下，受到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以及后

现代城市发展的影响，洛杉矶学派强调城市多中心

化、碎片化的发展路径，对以功能分化为导向的芝

加哥学派理论进行了批判，代表城市理论研究从现

代主义范式向后现代主义范式的转变[3]。在当前新

一轮城市转型热潮的背景下，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特别是城市多中心的理论和实证进行研究仍然具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国际典型多中心地区来看，城市多中心发展

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城市蔓延息息相关，城市

在空间上的延伸、扩张与重构已成为后现代城市发

展的重要特征[4-5]。随着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的网

络化、商业活动的分散化、人口流动模式的多样化、

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城市行政分化，城市的空间组织

和功能组织不断调整，集聚于原中心的要素不断扩

散并在更大范围上重新集聚，集中和分散的力量改

变了经济地理环境，支撑着新的城市形态与空间组

织的形成与发展[6-7]。大量欧美国家城市空间发展

已呈现多中心化趋势，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形成大量

郊区次中心，拓展居民生产生活空间进而推动城市

空间重构[8]。然而，部分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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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如居民对私人汽车的高度依赖、城市公共交通

的衰落等问题，城市低密度蔓延导致部分城市中心

面临不同程度的衰退，对城市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

响[9]。在此背景下，学者对城市空间组织模式进行

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如何引导城市功能要素在分散

化过程中适当集聚也成为学者和规划政策制定者

的重要课题。

中国城市经历快速城市化正逐渐进入调整转

型时期，部分大城市经历了人口集聚、规模扩张、产

业结构调整、城市用地结构转化等过程，城市系统

呈现复杂的多节点结构，同时也面临土地利用效率

偏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功能错置、生态环境压

力加剧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0]。

地方政府和规划部门开始将城市多中心发展理念

应用于实践，寻求城市空间重构以提升地区整体竞

争力，大城市发展的重心从空间规模扩张转向结构

优化提升，引导城市多中心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重

组 [11]。在当前空间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

过程中，科学认知城市多中心的学理研究与规划实

践对深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与郊区化、解析经济转

型期的城市发展逻辑有着重要意义。鉴于多中心

研究的尺度依赖性和敏感性[2]，本文聚焦于城市尺

度，重点梳理城市多中心的概念测度及演化机理，系

统综述城市多中心的多重绩效研究和中国城市多中

心的规划实践，并对中国城市多中心未来研究方向

展开讨论，以期为城市空间优化提升提供参考。

1 城市多中心的概念与测度

多中心性(polycentricity)这一概念在不同分析

框架和测度标准下有着多重解释，对该概念的辨析

反映出城市空间现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现有研

究对城市多中心的界定涵盖物质实体维度、社会经

济维度、功能关系维度，以及政治实体维度[12]，根据

研究维度的不同可将多中心性的内涵归纳为形态

多中心、功能多中心、治理多中心 3 个方面(表 1)。

其中，形态多中心强调中心的绝对重要性，指一定

地理单元内存在以人口、就业、建筑面积、文化设施

为指标衡量的多个密度高值区，反映不同规模中心

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 [13]。功能多中心反映中心

的相对重要性，指城市中心与次中心具有多个方向

的连接节点，中心之间存在经济社会活动的多向网

络联系，城市不再被视为有明确可被检测边界的形

态实体，而是以城市中心为核心的大面积功能区

域，在此基础上寻求特定区域的空间整合[14]。治理

多中心指城市系统的管理由多个形式上相互独立

的决策中心共同运作协调，涉及战略规划和政策执

行等多方面合作，表现出权力分散、管辖交叠的特

征 [15]。对城市多中心的测度首先建立在中心与次

中心的识别上，针对不同维度进一步衡量多中心发

展程度，在变化发展的环境中对多中心性的多方面

测度体现了该概念的分析效用与规范价值。

1.1 中心的识别

对城市中心和次中心的识别最早采用门槛法，

也称阈值法，即利用先验定义的阈值识别城市(次)

中心，通常根据就业人口和就业密度设置阈值，将

城市内部超过规定值的区域识别为中心。该方法

操作简单，但阈值的设置存在一定主观性，特别是

考虑到中心识别的敏感性，难以设定适用于所有城

市的统一标准[16]。为识别不同类型和等级的城市次

中心，可使用混合标准的相对阈值法，基于就业和

人口密度曲线的分析而为不同城市设置相应的门

槛值，以提高中心识别的准确性[17]。随着定量研究

的深入，空间统计与回归分析等方法也常用于次中

心的识别与遴选。空间统计方法多采用局部莫兰

指数和高低聚类工具查找城市中心与次中心[17]。回

归分析包括参数模型法和非参数模型法，前者基于

城市单中心模型拟合就业人口密度与该单元距城

市中心距离的函数，将实际空间单元密度值与拟合

值的残差进行比较，识别出正向空间自相关单元作

表1 城市多中心的多重维度对比

Tab.1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of urban polycentricity

研究维度

形态多中心

功能多中心

治理多中心

主要特征

相对独立的多个实体中心在特定地理空间上

的分布

基于不同规模中心之间的流动网络和关系网

络，强调城市中心之间的功能互补与协作

倡导参与城市决策主体的多中心，关注市场、

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合作、竞争与博弈

理论基础

城市形态理论

网络空间理论

流动空间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合作博弈理论

研究视角

静态视角

动态视角

合作视角

测度方法

空间统计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

复杂网络分析

行为主体分析

组织研究与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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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次中心；后者不使用固定的回归模型，选用

局部加权回归方法拟合密度曲线，识别局部高值单

元作为城市次中心，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两阶段

识别法，即在第二阶段通过半参数回归等方法逐

步回归，筛选出具有统计意义的城市次中心[18]。与

传统建模方法相比，非参数模型法由于无需预设全

局函数进行拟合，能够降低模型设定误差，更为精

准地体现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特征。

1.2 多中心性的测度

(1) 形态多中心

对形态多中心的测度基于城市形态学，通常以

静态视角围绕社会经济活动的实际发生地测度城

市多中心发展程度和城市次中心的空间分布。为

测度城市中心化和空间集聚程度，一般通过构建多

中心指数，例如使用改进的惠顿指数、面积加权集

中指数、CBD平均加权距离、基尼系数、增量指数进

行测度 [19]。从中心与次中心的规模和空间分布角

度，可采用首位度、怀特系数、相对弥散系数、多中

心城市可达性指数定量测度 [20]。针对城市多中心

发展水平，有学者通过测算次中心的数量和规模进

行评估，若次中心数量越多，规模越均衡，则城市多

中心发展程度越高[20]；也可使用位序—规模法，基

于城市内部识别中心拟合分布曲线，曲线斜率越平

缓则多中心发展程度越高[21]。在数据选择方面，随

着开放数据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城市研究，多中心

性的量化指标不局限于传统的人口网格和就业分

布数据，为进一步考察城市空间结构的多维性，有

研究采用社会经济变量、建成环境、交通便利性和

土地利用组成的多维数据集从宏观层面揭示城市

空间形态，在微观层面结合遥感数据衍生的三维建

筑模型来评估城市多中心的发展[22-23]。

(2) 功能多中心

城市功能多中心的测度在形态多中心的基础

上强调节点间的功能性联系，可借用城市系统和社

会系统中的网络概念进行测度。其背后逻辑与曼

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提出的“流动空间”

概念密切相关，即大多数城市包含由社区组成的功

能网络，这些社区在空间上独立，以交通流或企业

商业信息流而连接 [24]。分析信息流与功能多中心

之间的联系可采用互锁网络模型，基于生产性服务

企业地点和办公空间即节点分布与节点规模构建

多个维度的互锁矩阵，通过企业网络连接度测算城

市功能多中心发展程度 [25]。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

础上可采用网络密度(网络实际流量与理论流量比

值)分析网络功能联系强度，该方法不受区位限制，

但其测量结果具有一定倾向性，多层级结构即功能

分布高度不平衡的多中心组织具有较高的多中心

水平，同等连通性的中心之间由于具有相对较低网

络密度而表现出较低的功能多中心发展水平 [13]。

由于功能多中心的发展通常滞后于形态多中心的

形成，城市空间扩张与功能联系强化并不一定同

步，部分城市在形态上表现为多中心结构，而实际

上城市内部功能网络发育程度有限，中心之间尚未

形成密集而频繁的功能联系 [26]。为进一步分析城

市内部各节点之间的功能联系，Green[27]提出常规功

能多中心指数、专项功能多中心指数和综合功能多

中心指数，突破了研究尺度和功能类型的限制，能

够较为全面地评估和比较功能多中心的发展程度。

(3) 治理多中心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空间发展和治理模式

的转变，多中心研究开始呈现治理转向，在形态和

功能维度的基础上引入对社会凝聚力的探讨。治

理多中心重点关注城市治理体制层面的动态问题，

将横向协调与多层次治理结合，为推动可持续发展

提供适应性研究框架[28]。对治理多中心的测度基于

多方利益协调和规划项目合作，重点关注市场力量

和公共权力的合作与博弈，以及多元主体、多重组

织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对话、竞争与协作。测度方

法通常借鉴公共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视角，

综合运用个案研究法、扎根理论法等质性研究方

法，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调查构建系统化理论分析

框架，结合相关理论刻画多元主体参与决策以及合

作协商的过程以评估公共政策的实施运行效果[29]。

其中，可构建多中心治理体系理论模型，采用利益

相关者和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特定地区的专项

合作以及特定资源的利用分配和管辖；运用博弈过

程分析法，构建博弈收益矩阵剖析水平和垂直机构

政府间的合作路径，从而探寻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

模式和利益协商进程[30]。

2 单中心到多中心：城市空间重构的
驱动机理

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到多中心的演变是中

心化与去中心化过程的空间体现，是城市历史、自

然条件、土地利用、行政体制、政策法规等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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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互动的空间结果。有学者认为空间结构演化

具有线性发展和路径依赖特征，公共政策和地方发

展战略对于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有限[31]；也有学者

强调城市空间的多元性和特殊性，认为循环累积的

因果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具有多向性和偶发性，不同

地区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推动了城

市空间重构[32]。总的来说，城市多中心的形成是社

会经济发展进程与现有体制的交织在空间上的反

映，因而同一因素对于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不同甚至

矛盾的影响，作用于某地的向心力也可能表现为其

他地区的离心力，多重力量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重

构了城市空间。

2.1 城市多中心形成的动力解析

市场自组织机制对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

有着重要影响。城市多中心的发展本质上是集聚

经济与不经济带来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

空间结果，集聚效应是城市增长的原动力，也是城

市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33]。一方面，企业共享当地

基础设施、劳动力以及中间投入品供应商，能够更

好地匹配雇主雇员、卖家买家或商业伙伴，同时为

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便利的学习环境，从而产

生溢出效应 [34]。市场驱动就业与人口在空间上的

集聚推动城市中心的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得特定

地点的土地产生溢价，加速空间资本化的形成[35]。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中心面临着高租金、拥堵成本

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空间价格竞争作为一种

离心力将发展机会从核心区推出，去中心化在城市

发展过程中同样显著 [36]。随着信息通信和基础设

施的完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在降低交易

成本和突破时空障碍的同时促进了知识和创新的

快速广泛传播，使得工商业活动的区位优势从城市

中心向外转移。节点性城市郊区开始具备核心区

的吸引力并与城市中心在功能上相互联系，城市空

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13]。以上向心力和

离心力之间相互作用是城市多中心形成的基础，2

种力量均会产生强烈的外部性，其中规模经济产生

集聚倾向，而中心的拥挤、污染等负外部性则限制

了集聚的规模和密度，并可能导致就业和人口的扩

散，在空间上既表现为原有中心的分散化，又表现

为多个专业中心的集聚化[35]。

政府作为主导空间战略的行为主体通过规划

干预和政策选择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多中心的形成

演化。国家与地方层面制定并持续完善的空间规

划政策，通过连接多个距离和规模相近的中心构建

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网络，在非市场干预领域以

跨越行政边界的城市政策推动城市功能互补和管

治合作，从而促进更加均衡和更具竞争力的城市

发展 [37-38]。典型案例如荷兰兰斯塔德地区，中央政

府制定包括长期目标和总体战略在内的空间政策

框架和发展规划，通过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地区联系，引导产业在城市层面优化布局以推动

中心之间的融合与互补[39]。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部

分国家和地区开始经历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体制

框架调整过程中各方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塑不断

推动着城市空间的重构 [40]。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地

方政府开始向企业家型政府转变，学者对此提出城

市政体理论和增长机器理论来解释转型时期的城

市变化，前者认为政府主导和组织与利益相关群体

的互动合作从而共同促进城市增长，后者强调工商

企业等集团和机构自下而上参与城市发展目标和

政策的制定并组成增长联盟[41]。因此，空间作为战

略竞争资源的作用得以突显，土地开发与结构调整

作为利益相关力量博弈的基点成为影响城市发展

方向的重要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张以及

特定地区的集聚发展。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为达

成利益共赢进行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了城市多中

心的形成与演变。

2.2 中国城市多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的城市政策以土地为基础、以增长为导

向，自然条件、地方经济和行政体制高度嵌入了城

市的空间发展，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组织的演化机

理既表现出显著趋同性，也存在一定异质性[42]。自

然地理条件是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模式的形成基础，

其中山地、河流等地形特征造成了城市空间景观的

碎片化，此类城市通常以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格局

整合城市内部多元空间，而相对破碎的可利用土地

对城市内部功能协同和交通组织的空间阻滞作用

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要素流动性和空间集

聚效率的提升 [17]。随着土地使用制度和城镇住房

制度改革的深化，土地和住房市场得以建立和完

善，以地价为基础的城市土地功能分区进一步推动

了城市空间组织与功能联系的多中心发展。一方

面，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集中

布局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中心地区，在产业转型

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地价规律的引导主动外迁，通过

用地置换以换取企业自主发展资金和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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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43]。郊区作为市区企业郊迁的承接地得到快

速开发并带动就业人口在郊区的集聚，推动了城市

次中心的形成。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完善

促使房产成为自由流动的产品之一，住房市场化过

程中房地产开发商成为城市住房供应和投资决策

的主体，通过有选择地城市开发与再开发改变了人

口布局，推动了城市空间分异与重构[44]。

在体制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

被赋予调动资源促进增长的能力，成为城市空间结

构调整与优化提升的重要力量[45-46]。全球化、市场

化、分权化三重转型重构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

系，地方政府主导着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

推动实施，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地方经济发

展中来 [42]。随着责任分权化以及地方竞争的日趋

激烈，以土地为基础的市政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有

了强烈的土地出让和融资动机，郊区土地开发与再

开发成为地方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手

段，利用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提升商业和住宅用地

价值，从而为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7]。

同时，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和空间规划等方

式利用行政力量兼并郊县土地，加大公共财政在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以提升郊区可达性，并以

新城新区建设等形式刺激郊区的大规模增长，推动

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与重构 [26]。尽管中国城市发展

基础不同、规模不等、水平不一，城市发展轨迹带有

强烈地方性特征，但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呈现出高

度的趋同性。将行政调整和战略规划作为中国城

市发展政策的核心，其根源仍在于地方政府寻求土

地财政来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 [48]。对比欧美国家

城市多中心演化模式，其重点在于市场化驱动郊区

化从而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强调市场的自发性和

非政府组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36]。中

国城市化与郊区化并行，市场化推动城市化快速发

展，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政策干预和推动郊区化，

城市多中心的形成是市场力量的权衡选择和政府

规划干预互馈作用的结果(图1)。

3 城市多中心的绩效研究

3.1 经济绩效

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

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对城市多中心的经济绩效检

验主要从集中—分散、单中心—多中心 2个层面展

开。在集中—分散层面，研究显示，城市集中化发

展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生

产率随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较高的就

业密度和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绩效有积极

作用[49]。与之对应，对美国大都市区的实证分析表

明，人口和就业的分散并未对城市经济绩效产生负

面影响，分散度较高的城市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表

现没有低于预期[21]。在单中心—多中心层面，2种

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取决于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

亦即城市中心集聚经济与不经济的(相对)比例，当

城市规模较小、密度较低时，单中心结构城市能够

更大程度享受集聚经济带来的效益；随着城市规模

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多中心结构城市显示出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50]。值得注意的是，形态多中心

和功能多中心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差

异性，当城市形态呈现多中心结构而城市(次)中心

之间功能联系较弱时，多中心对城市经济竞争力的

提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呈现较低

水平[50]。从城市运行效率角度来看，多中心城市空

间结构能否改善城市交通状况、提高城市通勤效率

同样存在争议。有研究发现，就业和人口的多中心

布局缩短了居民工作通勤时间[4]；与此相反，也有研

究显示多中心城市布局使得居住地在空间上更为

分散，导致通勤时间增加和城市通勤率的显著提

高，带来相关负外部性[51]。

城市多中心经济绩效研究产生复杂性和异质

图1 中国城市多中心形成机理的解释框架

Fig.1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polycentric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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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多中心结构是否有

利于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与城市规模相关，只有

当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多中心结

构对城市生产力才具有正面影响；二是城市形态与

功能联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功能多中心

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强于形态多中心；三

是多中心经济绩效研究受到地区特殊性影响，个

人、市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复杂互动一定程度重塑

了城市功能空间，特别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

境、政府数量规模以及治理结构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逐渐凸显，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方

向和程度存在差异；四是长期以来城市多中心绩效

研究的内生性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城市空间结

构的演变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针对不同地区经济绩效评估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有待进一步检验[52]。

3.2 空间绩效

多中心性的空间绩效可视为结构性绩效，亦即

城市为实现高效稳定运行而进行空间组织优化的

效率和水平。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

并迅速蔓延的背景下，城市研究学者开始重新考虑

城市多中心性的空间绩效，特别是对人口过度集中

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和管理 [53]。大城市通常

具备更为集中的公共设施和医疗资源，高密度的城

市中心同样意味着人群的高度集聚和高频交互，城

市密集的社会联系网络和高度的人口流动性可能

会造成流行病快速扩散以及公共服务资源的挤兑

压力增大 [54]。随着各地政府出台政策限制人口流

动以抑制疫情的大范围传播，居家办公模式和弹性

工作机制成为各行业“新常态”[55]。企业通过削减

办公空间和灵活选址以控制经营成本，一定程度上

永久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模式和商业模式并重塑了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使得城市中心作为商业中

心、就业中心的功能逐渐减弱。后疫情时代，对于

城市中心是否仍然活跃，城市空间是否将进一步去

中心化发展等问题仍值得深入探索。城市规划管

理和研究者需重点考虑特大规模和超高密度的大

都市地区如何平衡市场选择和规划调控实现空间

结构转型以应对潜在风险。

3.3 社会绩效

多中心城市密集、多样化、可达性高的紧凑式

中心有利于提升环境可持续性及社会经济活动多

样性[56]。已有研究显示，紧凑式多中心发展有利于

提升步行与公共交通比例[57]，增加日常活动，从而

降低肥胖几率[58]、减少交通事故[59]、减少家庭交通支

出[60]、降低能源消耗[61]、降低犯罪率[62]、提升社区幸

福感[63]、提高社会流动性[64]、增强城市活力[65]、提升

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等[66]。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政府可通过加大对中心节点以及交通枢纽的建设

从而避免由城市中心向外辐射的低密度无序蔓延，

构建不同等级和功能互补的城市中心以满足居民

多样化的住房、就业和休闲活动需求，以更具弹性

的行政边界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引导人口在

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和有序流动，从而形成空间组织

紧凑、社会联系紧密的功能多中心网络[25]。在当前

城市由增量发展模式向精明化存量发展模式转型

的过程中，分散化集中的多中心发展模式能够有效

平衡节约集约用地与合理组织城市功能，在满足城

市发展现实需要的同时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

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以

此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凝聚力。

4 中国城市多中心的规划实践

4.1 多中心规划发展

着眼于治理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和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多中心发展已成为中国城

市空间规划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典型实施路径，是中

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空间治理、实现协同发展的

关键举措。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出台，明确提出“增强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优

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建设一批产城融

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

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是国家在体制层面推动城

市多中心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在地方层面，建设

城市副中心、构建多中心的市域空间体系等举措已

更早出现在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划实践中。以北京

和上海为例，1958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开创

性提出“分散集团”式和“子母城”式地域空间布局

模式以保障城市建设用地的有序发展，可看作形态

多中心规划的开始。以此为基础，2004年修编的北

京总规提出在市域范围构建“两轴—两带—多中

心”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别强调建设多个城市职能

中心，包括中央商务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区

等，提高城市的核心功能和综合竞争力，多中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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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得以坚持和贯彻。上海在1959年的《关于上

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中提出开辟卫星城的

发展方针，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明确了多中心化的城市发展方向，提出有计

划地建设郊县小城镇，中心城按照“多心、开敞”式

结构调整布局。此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均提出

构筑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城市空间体系，推进

新城新区形态建设与功能开发，不断向外疏解中心

城区人口与产业，规划引导城市功能多中心化发

展。总的来说，以中国特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总体

规划中均体现出疏解提升中心城区、改变单中心集

聚的发展模式，伴随着工业化和郊区化的演进，城

市功能的不断分离则促使发展规划由单一的形态

多中心到更加重视城市功能多中心的构建，多中心

发展既是地方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的反映，也是城市

以空间资源的优化利用谋求自身更高质量发展的

集中体现。

4.2 多中心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以多中心发展构建高效的城市空间组织越来

越多地成为各地城市发展规划的核心战略政策之

一，多中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在改变城市面貌的

同时，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组织布局奠定了

基本框架。在构建多中心多层次城市空间体系的

思路引导下，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等城市的

空间格局经历了以中心城为核心的单中心圈层式

扩张到多中心化发展的态势，城市人口和就业呈现

分散化趋势。与此同时，新城新区建设成为各级政

府推进多中心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沿海地区以自

贸区为代表的开放型新城新区，以及以空港新城、

高铁新城为代表的交通枢纽型新城新区建设已初

具规模，中西部地区郊区城镇同样发展迅速，但由

于地形和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出现大量规模偏小、

效益偏低、承载力偏弱的新城新区[67]。整体而言，

当前大部分城市多中心规划实践停留在空间形态

建设层面，城市功能仍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中心

与次中心之间的功能联系与协作相对不足，中心城

区难以通过扩散效应有效带动新城新区发展，新城

新区的发展活力以及对地区整体的支撑能力仍然

有限。

城市功能多中心规划建设的相对滞后，源于行

政主导的造城行为因规划过度超前于需求以及定

位过度同质化造成资源要素的空间错配，阻碍了城

市空间健康有序发展。大量新城新区的规划面积

和规划人口存在过度追求规模扩张的倾向，一定程

度脱离了城市发展实际[67]。从产业发展角度，部分

新城新区的发展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产业投资不

足、产城融合度不高，难以持续提供稳定的就业岗

位和扩大升级的消费服务需求吸引中心城区人口

向外疏散和再集聚。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

生活服务配套尚未及时跟进，制约了新城新区的吸

引力，导致城市的单中心集聚趋势仍然突出[26]。在

城市多中心规划实施和统筹方面，新城新区的长效

开发建设与管理运营机制有待完善，市、区(县)两级

政府在新城新区建设过程中由于职能分割和利益

冲突造成的权责不清和关系不顺，以及政府、管委

会、企业等管理主体缺少有效衔接和协调配合，导

致规划实践中难以形成政策合力，进而弱化了多中

心发展战略实施的积极成效[18]。

4.3 中外多中心发展战略比较

尽管中外城市多中心的形成机理呈现异质性，

多中心发展作为政策工具的规划基本思路和实施

过程具有一定相似性(表2)。第一，在规划目标上，

相关规划均强调优化完善城市空间体系，以针对性

政策引导城市不同层级中心的协调发展。例如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以多中心、组

团式空间结构构建城乡体系，扩容提质外围城区和

新型城镇；大伦敦规划提出以增长廊道(growth cor-

ridor)、城镇中心、机遇地区(opportunity area)为基点

构筑网络化开放空间；东京城市发展总体设计提出

在多核多圈层的基础上推动土地灵活化和集约化

利用。第二，在战略重点上，中外多中心发展经历

了从侧重城市空间形态布局的调整到强调城市职

能分工与功能定位的差异化、互补化发展。例如广

州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进一步明确副中心和

外围城区的功能定位，以航空、航运、科技创新为战

略枢纽支撑城市多点发展；大伦敦规划不断强化中

央活动区的金融和商贸等城市核心职能，打造不同

类型不同规模的次级中心共同构筑横跨伦敦的功

能多中心网络。第三，在规划实施路径和运作方式

上分别体现出自上而下的传导过程和上下联动的

统筹模式。中国城市总体规划由市级人民政府组

织编制，下级地方规划遵循总体规划确定的发展目

标和任务指标有序推进各级各类规划实施；大伦敦

规划由大伦敦政府牵头编制，为下级政府和非政府

机构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提供综合性政策框架，

在规划中强调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组织之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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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市区规划由纽约区域规划协会这一第三

方组织编制，以市民、商业组织、社区领袖组成的非

政府独立组织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在推动多中心

发展、多主体参与、多部门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市

多中心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不同领域的学者已开展

大量相关研究，并得到了许多富有启迪性的结论与

成果。本文从多中心性的概念与测度、驱动机理、

绩效研究和规划实践等方面梳理了相关进展。多

中心性的概念涵盖形态多中心、功能多中心、治理

多中心 3个维度，其中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分

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刻画城市多中心的发展，治理

多中心则涉及战略规划和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合作；

相关测度基于中心与次中心的识别并结合多种方

法从不同维度衡量多中心发展程度。触发和推动

城市多中心形成演化的主导因素既具有趋同性，也

存在异质性，其中空间与非空间的集聚经济或不经

济、城市化与郊区化、社会经济活动的多极化、中央

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战略规划响应等诸多深层次因

素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去中心化过程与(再)中心化

过程。多中心绩效研究表明，多中心发展策略在优

化城市空间组织的同时，实践层面可能带来一定负

外部性，针对不同地区经济绩效评估的适用性和有

效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在中国城市多中心发展的

规划实践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普遍将该模式的

推广作为实施空间治理、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举

措，但规划实施成效仍然有限。总体而言，已有研

究对城市由单中心到多中心的空间重构过程进行

了大量分析，对于城市多中心的研究集中在对形态

与功能多中心的测度，从治理视角对城市多中心的

组织模式和演化逻辑研究相对少见，对于本土化理

论框架和制度动力的构建与探索相对不足，如何将

现有的多中心理论和规划实践与多层次多中心治

理进行有效结合，在未来城市多中心研究中具有迫

切性。

在中国城市发展转型时期，城市多中心发展策

略在缓解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应的

成本和代价，这一“舶来”理念能否有效应用于中国

特殊的发展背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当前，大多数

中国城市呈现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68]，即使是北

京和上海等特大城市，由于政府和社会投资倾向发

展相对成熟的地区，人口和就业机会以及其他城市

资源的空间分布均呈现高度集中的特征 [69]。尽管

中国在区域层面的多中心建设已经初见成效[70-71]，

但随着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减弱，大城市中心

对周边地区的强大吸引力使得城市内部集聚发展

表2 国内外城市多中心规划战略重点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planning prioriti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olycentric cities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伦敦

纽约

东京

规划文件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

《大伦敦规划(2016年)》

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区

规 划《脆 弱 的 成 功》

(2014年)

《城市发展总体设计

——东京2040》

多中心规划目标

完善城市体系，构建“一核一主

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

间结构

优化城乡体系，形成“网络化、

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空

间结构

形成“一脉三区、一核一极、多

点支撑、网络布局”的空间发展

结构

构筑网络化开放空间，推动社

会经济包容性及环境可持续性

增长

以高地、郊区、中心城、沿海地

区分别构建发展走廊，实现经

济性、包容性和宜居性

发展多核多圈层城市空间结

构，促进交流、合作、挑战

主要措施

疏解提升中心城区功能，高水平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提升新城

综合承接能力

强化主城区核心功能集聚，促进

副中心功能提升和布局优化

优化提升主城区，扩容提质外围

城区，建设新型城镇

以增长廊道、中央活动区、城镇

中心、机遇地区为基点推动区域

发展

重视城市中心区增长，培育经济

多样化的次级中心，完善交通基

础设施

统筹布局首都功能，推动土地利

用灵活化和城市机能的高度集

约化

实施路径

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承担工作，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具体实施

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上海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承担工作，各级

政府职能部门具体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承担工作，各级

政府职能部门具体实施

大伦敦政府组织、伦敦市市长牵头

编制，为区政府的规划实施提供综

合性框架

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编制，整合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规划行动并将其发展

为公共政策

东京都政府规划编制战略规划和行

动计划，各市、镇、町政府部门负责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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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仍较为显著。在规划实践层面，由于中国城

市的经济发展往往以多中心城市形态的塑造获取

新动能，多中心发展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空间规划的

目标，在中心城区可利用空间愈趋紧缺和碎片化的

背景下通过拓展城市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城

市化战略转型时期，为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地方政府通过市辖区划调整、新城新区建

设等行政手段调整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选择重点

区域为载体建设各具特色的增长集聚点，引导土地

开发与再开发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

次中心的核心功能，整体优化城市空间发展格局。

部分地区通过行政兼并和土地转让实现了跨层级

的战略合作，多中心发展理念在政策上得到培育并

在空间上得以表现。在此过程中，以土地财政为核

心的政府间互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复杂的城市体

系和附属的行政层级仍为城市多中心带来了治理

挑战 [72]。对于规划的中心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中心、城市发展是否一定会走向多中心结构等问

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多中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形态与功能错位问

题同样值得关注。例如一些以新城新区形式出现

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区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功

能联系和信息交流，导致住房空置率高、工业用地

利用率低，出现“鬼城”和“空城”等现象[73]。随着城

市多中心程度的提高，就业与居住中心的重叠度降

低，过高的跳槽和迁居成本使得部分居民不得不承

受远距离通勤带来的更高时间成本，人口和就业的

郊区化发展中往往背离了以多中心发展缓解城市

问题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住分离现象

的加剧 [74]。鉴于中国城市高密度的人口和路网以

及城市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性，如果郊区新增就

业岗位与住房供应存在空间错位，多中心发展带来

的长距离通勤在中国大城市可能将是一个长期存

在的问题 [75]。由于城市多中心的经济绩效与城市

规模显著相关，并非所有城市都能受益于多中心城

市形态，在规模较小的地区实施多中心发展策略可

能无法得到理想的经济产出 [50]。大规模多中心建

设或许会造成因投资分散引致的城市建设资金不

足，相应规划部署可能存在潜在社会经济风险，并

导致土地资源低效利用、经济成本增加、环境质量

下降等一系列问题[76]，对于中国城市的多中心发展

策略应当审慎对待。考虑到城市系统要素的多元

性及空间结构演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异质性，未

来城市多中心研究尚需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1) 中国城市多中心研究应立足于时代背景和

不同发展阶段，创新城市多中心的分析体系和理论

研究框架。受到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影响，对于城市多中心形成演化

的分析框架和机制解释存在显著差异。欧美城市

多中心发展更多依靠市场的自发性和非政府组织

的作用，其空间结构演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不一定

适用于指导中国以规划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特

殊背景下城市多中心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同样应纳

入研究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大规模空

间扩张和空间重构为城市多中心理论研究提供了

现实条件，结合城市自身发展特点构建本土化研究

框架和理论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2) 利用多源数据综合不同维度测度多中心发

展。单从传统意义上的形态维度描述多中心而忽

略对(次)中心之间功能联系的探究可能导致研究的

局限性。开放数据源提供的大量房价、就业、商业

活动相关数据均可作为多中心性研究的基础，数据

挖掘技术为辨析复杂的城市系统运行规律提供了

更多可能。鉴于多中心发展对城市社会经济影响

的多样性，对城市差异及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多中

心发展可能引发的居住隔离、空间错配与住房不平

等等问题也应引起更大关注 [77]。未来城市多中心

研究应当立足于多源化的数据，结合多尺度视角重

点关注城市的空间整合与功能平衡，对不同维度的

城市多中心作进一步探究。

(3) 重视多中心性的动态演化模式与动力机制

研究。现有研究对城市多中心的发育进行了识别

与测度，但对其动态演变规律的总结相对缺乏。中

国大多数城市目前仍属于以单中心为主导的空间

结构，但对比多年来中国城市结构变化以及郊区化

研究，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多中心发展的趋势，

利用长时间序列分析来验证中国城市的多中心化

趋势尤为重要。其次，对于城市多中心形成发展的

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现有研究多基于区域经济学

和城市地理学视角，对政策层面特别是多层级政府

间的尺度关系分析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应注重解释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城市发展转型中不断变化

的角色定位，以揭示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深层

逻辑。

(4) 加强对城市多中心多重绩效的系统分析。

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往往将城市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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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理想的空间结构，但现实还缺乏足够多的

实证经验支持该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鉴

于多中心性概念的复杂性、多维性、尺度依赖性和

敏感性，当前对于多中心绩效的实证研究结果尚未

达成一致，且研究大多聚焦于经济绩效，从集聚的

正负外部性出发分析城市集聚规模对劳动生产率

等的影响，而对于城市多中心的空间绩效、社会绩

效、环境绩效等研究较为不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多中心绩效研究不仅应关注经济竞争力，也应

重视探讨城市空间重构对社会凝聚力、城市环境质

量等方面的影响。

(5) 关注城市多中心规划发展涉及的多层次治

理以及治理变革中的整合与冲突。规划战略的制

定和实施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非政府行为

主体之间展开密切合作，建立有效沟通和合作渠道

以提升多中心战略规划实施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的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在微观层面，也应

重视微观主体的行为偏好与社会选择，分析利益相

关者区位选择背后的成本收益权衡，从微观行为视

角评估多中心发展是否能够作为城市空间战略规

划工具对实现空间供需总体平衡以及整体效益最

大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形成真正有效的空间治理

与调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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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urban polycentricity research and planning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GUO Jiaying1,3, WEI Yehua Dennis4*, CHEN Wen1,2,3, XIAO Weiy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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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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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s, with most countries and regions undergoing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s and spatial

reconfigurations. In this context, polycentric patterns have become prominent representations of urban

landscapes, and scientific cognition of the urban polycentric 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planning practices is

instrumental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China during its economic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reviewed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measurement, mechanism, performance, and planning practice of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definition of polycentricity covers three

dimensions—morphological polycentricity an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reflect urban polycentricity based on

st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while governance polycentricity involves cooperation in strategic

planning decision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measurement of urban polycentricity is first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enters and sub-centers to further measure the degree of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terms of driving mechanisms, the formation of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results from the trade-

offs between market forces and government planning interventions and is also the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rtwin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which is triggered and promoted by different leading

factors. Notably,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local institutions is a critical driving force shaping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polycentricity shows that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ay

bring certain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hile optimiz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rationality of polycentricity is worthy of in- depth consideration. In terms of

planning practice,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is a key measure for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carry out

spatial governance and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ut the effectiveness of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is

limited. In the futu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innovation of analytica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polycentric research,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China. Also, as open data gets more

widely available, scholars can employ multiple data sources to examine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t the same tim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the multiple performances,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this way, it assesses whether polycentric development can be used as a tool

for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and whether it can facilitate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space supply and demand

while maximizing overall benefits, thus leading to effective spatial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urban polycentricity; spatial restructuring; performance research; plann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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